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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界主要从器物和制度两个维度来解释全球治理难题,对观

念维度的讨论相对不足.实际上,治理观念是理解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因素.

通过分析霸权国和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和全球发展治理

等领域的几组合作治理案例,我们发现,议题实力、公共产品等因素通过治

理观念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塑造出多元的议题联盟偏好及治理合作类型.

文章通过回顾国际关系研究中揭示的他者观念,并结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理念与实践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对无他观念,梳理了不同的治理观

念及其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文章认为,价值他者、功能他者和相对无他三

种治理观念分别生成传统议题联盟、功能议题联盟和开放议题联盟三种行为

偏好,进而塑造了战略排他、求同存异和开放包容三种在不同程度上规避全

球治理难题的合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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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际社会常常受困于一种现实难题:即使全球问题愈发严峻,在一个相

互依赖日渐增加的环境中实则危及各方利益,各方却难以围绕这些问题形成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集体行动来有效地应对.近年来,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社

会即使面临疫情和经济衰退等共同威胁,依然难以有效协调大国立场、推进

集体行动.但也有这种现象,即国际社会规避了治理难题,大国得以达成求

同存异的合作,促成了有充分代表性和充足行动力的治理安排.例如,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围

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合作,促使二十国集团 (G２０)机制升级到峰会层级并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那么,国际社会如何克服治理难题、促成治

理合作呢?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器物和制度两个维度,将治理难题归因为治理制度调

整滞后于大国间权力结构的变动,① 或是大国未能在主要国际组织中承担协

调责任而带来治理权威的真空.② 然而,处于全球治理制度平台背后的观念

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观念也称信念、理念,能调整

行为的偏好,③ 进而塑造规则的形态.④ 正如秦亚青指出,要真正改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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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失灵,需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理念的重建.① 较之其他因素而言,观念的

作用是隐蔽的.实际上,在相似的外部环境下,器物维度和制度维度的条件

正是通过触发不同的治理观念影响了行为体的合作偏好,并进一步影响各方

能否形成治理合作、规避治理难题.因此,治理观念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

在器物条件及制度条件与治理合作现象之间架起桥梁,解释了各变量间关系

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过程.
我们使用他者 (other)观念这一标尺对治理观念进行分类.所谓他者观

念,指的是区分以及区别对待自我和他者的观念.他者观念越强,将他者同

自我进行对立的程度越高,则越难就全球治理达成集体行动.他者观念不仅

在近年来全球治理的现实中愈发显现,突出表现为霸权国主导设置的一系列

排他性治理制度,② 而且早已深植于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预设之中,
尤其体现在诸如 “修昔底德陷阱” “文明冲突论”等悲观主义色彩的理论命

题上.③ 当然,他者观念带给治理合作的负面影响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即使特定

类型国家的他者观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具体来说,他者观念在程度上的变化会

影响治理合作的难易及类型,因此,弱化他者观念成为消弭大国信任赤字并促成

全球治理合作的必由之路.我们致力于探索规避治理难题,不仅尊重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中共性的发现,更是尝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

二、研究基础:全球治理中的他者观念

既有研究揭示了他者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广泛存在和深刻影响,但尚未对

其类型进行过系统总结.本部分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治理的本

质属性及各类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治理实践,梳理了围绕他者的三种治理观念:

价值他者观念 (体现了权力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功能他者观念 (体现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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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供给导向的工具理性)和相对无他观念 (体现了治理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他者概念

他者与自我 (self)相对,产生于行为体单向或彼此间进行他者化

(othering)的过程.按照 «剑桥词典»的解释,他者化指的是,将一类人当

作不同于自我的一方对待.因此,他者是不同于自我的一方,也可称为异

己.在此基础上,一种观点认为,异于自我的他者在政治领域中扮演的是敌

人角色,如卡尔施密特 (CarlSchmitt)指出,就像道德领域存在善与恶

的终极划分、美学领域存在美与丑的终极划分一样,政治领域也存在敌与友

的终极划分,所有政治行为和政治动机都可以还原为对于敌人与朋友的划

分,而所谓敌人就是他者.① 当然,也有学者对作为异己的他者提出了反方

向的理解,认为他者同自我之间并不必然对立,甚至也非泾渭分明,比如,
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Habermas)提出 “包容他者”的主张,认为自

我的范畴是变化不定的,也是对他者开放的.②

他者概念常见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但却很少得到专门研究.在国际关系

中,他者化的认知过程及其形成的他者认知广泛存在,深刻影响着国际交往中

的威胁认知和政策选择,塑造了国际层面上的竞争与合作.甚至有学者据此认

为,国际关系就是在不同层次、不同维度上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构建.③ 但因

为主题宏大且相对模糊,针对他者开展的直接研究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反而相

对欠缺.④ 在既有的相关研究中,他者被普遍认为支撑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建

构.⑤ 在自我借助他者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者往往作为一个并不知情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CarlSchmitt,TheConceptofthePolitical,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１９９６,pp２６Ｇ２７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前言第１~２页.

IverBNeumanned,Usesofthe Other:“TheEast”inEuropean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p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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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体被同自我进行划分和对比,服务于合成自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①

当然,他者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往来互

动,他者也能在与自我的交往过程中影响后者对自身的态度和叙事.② 而且,
由于国际身份需要得到来自他者的承认,他者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

还扮演了参照者之外的承认者角色.③

将他者同自我进行对比乃至对立是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西方国际关系

研究看待他者的主流视角,该视角揭示出他者观念的存在.按照福阿特基

曼 (EFuatKeyman)的归纳,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对待他者的态度可归结为

两类范式:社会学—人类学范式和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范式.若以西方

为参照点,在社会学—人类学范式下,西方文明之外的他者被认为是用西方

中心的元叙事加以解释的经验客体,或至多是与西方文明同时期的历史实

在;而在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范式下,西方之外的他者要么被当作仅仅

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差异化想象,要么被当作现实中同西方相互依存的差异化

实体.④ 所以,不论是在最高级范式下俯视他者同自我的差距,将他者视为

低于自我,还是在比较级范式下对比他者同自我的差异,将他者视为异于自

我,⑤ 其最大公约数都是一种将自我与他者进行对比乃至对立的观念.因此,
有西方学者指出,换位思考在他者观念下难以实现,尤其难以避免退变成民

族优越感支配下对他者的观念投射.换言之,他者观念不仅不能实现同他者

的换位思考,反而对他者进行了替代思考.⑥ 从而即便是国际关系的批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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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难以克服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①

(二)围绕他者的治理观念多样性

他者观念同样存在于全球治理的现实中,并由他我对立程度的差异而呈现

出多样性,具体包含价值他者观念、功能他者观念和相对无他观念.首先,在

他我对立程度强的情况下,行为体秉持价值他者观念,设置主观上非此即彼的

意识形态差别来区分并区别对待他者,寻求将持有不同价值者他者化、排除在

集体行动之外,且对此表现出不可妥协,比如,根据霸权话语中所谓的 “自由

民主”价值来区分他我.其次,在他我对立程度减弱的情况下,行为体秉持功

能他者观念,不再从主观上强调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基于客观的功能考虑划定

集体行动范围,以此区分并区别对待他者,也就是将缺乏治理功能者他者化,
不过这一区分尊重现实变化、同时具备动态性,比如,根据特定议题上各方的

利益攸关性和治理相关性来区分他我.最后,在他我对立程度弱的情况下,行

为体秉持相对无他观念,不寻求将他者和自我置于对立面上,而是避免主动从

价值上或功能上定义他者并以此限定集体行动范围,不与持有不同价值者或缺

乏治理功能者制造他我分化,② 而是以国际社会呼吁合力应对全球问题的需

求为价值导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相对无他观念尤其能够找到对应,③

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理念就体现了重视天下一家、追求世界大同

的治理意向,④ 以及包容对话、和谐共生的治理方案.⑤ 而在当今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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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任晓:«论东亚 “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４~２２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９期,第４~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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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中,相对无他观念其实可以集中表达为, “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

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① 在全球治理中,他者观念之所以

能弱化甚至达到相对无他的程度,正是得益于全球治理的既定目标就是要实

现合作,且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在非中性之外还具有中性功能.②

他我对立程度不同的多样治理观念体现了不同的行为驱动.在社会科学

的经典研究中,为便于考察社会行为及社会现象,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对行为驱动做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划分:价值理性即价值合

乎理性,行为体受此驱动而对特定行为持有 “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

仰”,从而其行为服务于对 “某一件 ‘事’的重要性的信念”;③ 工具理性即

目的合乎理性,行为体受此驱动而期待实现自身 “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

的目的”,从而其行为表现为对一系列 “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的权衡.④

比较而言,价值理性追求满足特定的需求,工具理性则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效

果最大化,强调从规则供给端优化资源的统筹、分配和运用,以实现成本－
收益最优配置.本文结合全球治理的本质属性 (达成集体行动并筹集公共产

品)以及各类国家的治理实践对这一经典分类进行发展,并用其阐释全球治

理中的各类他者观念 (见图１).

图１　他者观念及其体现的行为驱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９８—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第２版.
关于制度中性与非中性的讨论,参见张宇燕: «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 «改革»１９９４

年第２期,第９７~１０６页.在现实中,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发挥中性功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他

者观念,如交战中的国家会遵循全球安全治理的原则精神、保护对方平民,再如发展阶段不同的国

家也可以共同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出谋划策、协调集体行动.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６~５７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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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中,价值他者观念体现了权力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功能他者

观念体现了治理供给导向的工具理性,相对无他观念体现了治理需求导向的

价值理性.① 具体而言,工具理性所定义的一般目的是指,借助 “自上而下”
的制度供给来保障治理资源合理配置,强调提供最有效的治理供给.这种通

过权衡现实方案来达成治理目标的行为逻辑,体现在依据功能因素划分他我

的功能他者观念之中.与之相比,价值理性所依托的特定需求具体分为两

种,即权力需求和治理需求,并分别体现在价值他者观念和相对无他观念之

中.虽然国际社会共享达成治理行动的需求,但各国对于理想的集体行动存

在价值分歧.一种是以权力护持为价值引领,在达成治理行动的需求之外,
还有保持自身在等级化治理体系中特权的需求;另一种则以公平正义为价值

引领,认为推进治理民主化也属于治理行动的一部分,所以,需求形成相对

扁平化的治理体系.即便权力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和治理需求导向的价值理

性存在价值差异,两者仍都反映了治理主体 “自下而上”地塑造治理合作的

动机.与他者观念相对应,权力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寻求在集体行动中固化

等级、维护特权,需诉诸固定的区别标准,从而体现在以僵化的意识形态差

别设置他我对立的价值他者观念中;而治理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寻求在集体

行动中贯彻公平正义,需避免为治理参与设置障碍,从而体现在旨在淡化他

我之分的相对无他观念中.

三、分析框架:治理观念塑造治理合作

本文认为,围绕他者的多样治理观念塑造了在不同程度上规避全球治理

难题的多样治理合作.他者观念作为中介变量,在器物条件及制度条件的共

同触发下形成,然后生成传统议题联盟、功能议题联盟和开放议题联盟三种

合作偏好,进而导向战略排他的、求同存异的以及开放包容的治理合作.这

一分析框架进一步打开了观念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 “黑箱”,重点解释

了治理观念在治理合作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路径.
(一)作为中介变量的他者观念

为梳理他者观念同治理难题之间的作用关系,我们将治理难题的规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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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实中,罕见某种纯粹的行为驱动,而多表现为各类行为驱动的混合,但为了分析需要,
本文将这些类型同各种他者观念对应起来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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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总结为三种类型的全球治理合作:战略排他的合作、求同存异的合作与开

放包容的合作.其中,战略排他的合作往往局限于持有特定意识形态的相关

方,无法跨越意识形态的高墙并在国际上促成广泛合作,实际上陷入了治理

难题,或最多是在有限范围内促成集体行动、供应 “俱乐部公共产品”,但

这样形成的治理安排能否助益全球层面的治理进展、抑或对全球治理构成干

扰并不确定.求同存异的合作从治理功能而非意识形态出发组织治理活动,
能在国际社会中促使那些利益攸关、能力突出的相关方先行达成集体行动.

对于推动解决特定的全球问题而言,求同存异的合作可被视为规避了治理难

题.开放包容的合作致力于构建没有排他性的治理安排,在行动范围上保持

了最大的开放度与灵活性,即使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强权政治等现实障

碍,其也已超越了治理难题,而且此类合作所强调的开放包容,并非强求以

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作为启动治理的先决条件,而是在不对治理参与预设意

识形态等国家异质性门槛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治理行动,从而对代表性与有

效性进行动态平衡.

治理观念对于治理合作的解释力体现在,能对器物维度和制度维度难以

解释的异例提出解释,在解释过程中有承担中介变量的潜力.就器物维度而

言,一般认为,当存在共同威胁时,国家实力弱 (意味着独立应对威胁的能

力不足),则更偏好合作;国家实力强 (意味着有能力独立应对威胁),则对

合作的偏好减弱.但这其中存在难以解释的异例,比如,随着美国占世界贸

易比重下降,其反而诉诸意识形态划定排他的国际贸易俱乐部.再如,作为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国际发展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开展国际发

展合作的诉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对于以上异例,可分别以美国秉持价值他

者观念和中国秉持相对无他观念来进行解释.就制度维度而言,一般认为,
当存在共同威胁时,治理制度在权力分配方面设计得越集中 (导致公共产品

供给越稀缺),则广泛合作更难达成;治理制度在权力分配方面设计得越分

散 (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越丰富),则广泛合作更易达成.但这其中同样存在

难以解释的异例,比如,即使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集中,霸权国和

新兴国家还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达成了合作.对于该异例,可尝试以两类

国家共同秉持功能他者观念进行解释.
作为中介变量,治理观念能将器物维度和制度维度整合到共同的解释中.

其中,器物维度的议题实力对比以及制度维度的公共产品供给,并不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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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终的治理合作情况,而是共同触发特定的治理观念,再由此塑造治理合

作.在确定治理观念时,由于议题实力对比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直接,可能会在

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支持某种观念的条件下,促成这种观念落定.
一方面,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创造合作激励间接影响相关国家的治理观

念.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属性是从其消费端予以判定的,①

而公共产品在供给端也应有属性判定.对此,已有学者尝试从供给端区分公

共产品的主动供给和被动供给.② 沿着这一创新思路,本文对公共产品的供

给端属性作进一步讨论,从功能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增进国际合作的基本观点

出发,③ 认为国际机制的供给来源越分散、供给渠道越丰富,合作激励在世

界各国间就越普遍,从而弱化他者观念的基础越充分,有利于塑造他我对立

程度弱的治理观念,而供给来源越集中、供给渠道越稀缺,获得合作激励的

国家范围就越有限,各国间弱化他我之分的基础就越薄弱,从而更容易塑造

他我对立程度强的治理观念.
另一方面,议题实力对比直接影响一国的治理观念.现实主义认为,实

力决定的利益就是国家间政治行为的依据,情感、观念等非客观因素被排除

在政治行为分析之外.④ 我们批判地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实力在国家间政治

中发挥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总 “将人们卷入以彼此冲突为目标的群体

之中”,⑤ 而在于触发关于合作的观念———比较优势能触发他我对立程度弱的

治理观念,比较弱势则触发他我对立程度强的治理观念.此外,考虑到全球

治理参与方的异质性,⑥ 他我对立程度的强弱对霸权国和新兴国家还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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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William HOakland,“TheoryofPublic Goods”,Handbookof PublicEconomics,

Vol２,１９８７,pp４８５Ｇ５３５.
杨昊:«国家提供跨国公共产品的动力分析»,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０页.
参见DavidMitrany,AWorkingPeaceSystem:AnArgumentfortheFunctionalDevelopment

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NewYorkandTorontoandBombayandMelbourneandCapeTown:

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４３.
参见 Hans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New

York:AlfredAKnopf,１９４９.

EdwardHCarr,TheTwentyYearsCrsis,１９１９Ｇ１９３９: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McMillanPress,１９４６,p２３１

参 见 Duncan Snidal,“The Politics of Scope:Endogenous Actors, Heterogeneity and
Institutions”,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Vol６,No４,１９９４,pp４４９Ｇ４７２;SebastianKube
etal,“InstitutionFormationandCooperationwithHeterogeneousAgents”,EuropeanEconomicReview,

Vol７８,２０１５,pp２４８Ｇ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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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具体观念:霸权国由于总的立场是护持霸权,比较弱势使其担心在治

理合作中霸权受损,从而他者观念的强化具体表现为维护特权需求的价值他

者观念;比较优势则使其预期在治理合作中霸权稳定,从而他者观念的弱化

具体表现为保障治理供给的功能他者观念.新兴国家由于总的立场是争取权

益,比较优势使其有能力在引领合作中增进边缘国家的普遍权益,从而弱化

他者观念———具体表现为贯彻公正需求的相对无他观念;比较弱势使其只能

先在参与合作中巩固自身有限权益,从而相对地强化他者观念———具体表现

为保障治理供给的功能他者观念.
(二)议题联盟偏好生成的机制

连接器物条件及制度条件与治理合作的是治理观念,而进一步连接治理

观念到治理合作的是议题联盟偏好的生成.议题联盟偏好之所以能补齐相关

解释机制,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议题联盟是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

理中典型的组合形式.有别于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同盟,议题联盟多见于经贸

等低政治议题领域,作为利益相关方之间相对灵活的力量组合,在成员组

成、功能范围、承诺约束、存续时间等方面都有更大弹性.① 第二,议题联

盟的核心在于选择治理伙伴或集体行动成员.有学者将议题联盟比作挑选适

当成员的 “组队游戏”,② 这与本文关注的在他者观念下划设治理参与范围的

现象相契合.不过,本文认为,治理成员的选择并不取决于诸如执行、遵

约、分配等预期合作开启后所需应对的问题,③ 而是受制于合作开启前由特

定条件触发的治理观念.第三,议题联盟不仅是合作安排,还是合作偏好.
既有研究在讨论议题联盟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时间跨度有限的现象,④ 却忽

视了其首先是作为行为体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一种偏好,且这种偏好落实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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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AndrewPierre,CoalitionsBuildingandMaintenance:GulfWar,Kosovo,Afghanistan,

WaronTerrorism,Washington,DC:InstitutefortheStudyofDiplomacy,Georgetown University,

２００２;王存刚:«议题联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式»,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年３月

１１日,第 B３ 版;Yan Xuetong,“BecomingStrong:The New ChineseForeignPolicy”,Foreign
Affairs,Vol１００,No４,２０２１,pp４０Ｇ４７.

StewartPatrick,“RulesofOrder:AssessingtheStateofGlobalGovernance”,Carnegie
EndowmentWorkingPaper,September２０２３,p２７

BarbaraKoremenosetal,“The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５５,No４,２００１,pp７８３Ｇ７８５

参见 YfReykersetal,“AdHocCoalitionsinGlobalGovernance:ShortＧnotice,TaskＧand
TimeＧspecificCooperation”,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９９,No２,２０２３,pp７２７Ｇ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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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更长久的合作.议题联盟偏好描述了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倾向于寻找

什么样的合作对象,各行为体的这种偏好经过互动,有时直接落地为正式程

度较低的议题联盟,有时则进一步发展为更稳定的合作机制甚至组织平台.

因此,议题联盟偏好作为连接治理观念与治理合作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填补

了仅从器物和制度层面无法对不同治理合作类型进行充分解释的逻辑跳跃.

他我对立程度不同的治理观念基于不同的行为驱动,会生成不同的议题

联盟偏好,包括传统议题联盟偏好、功能议题联盟偏好和开放议题联盟偏

好.一是基于权力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价值他者观念生成传统议题联盟偏

好.这种偏好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虽在治理议题、约束效力等方面追求灵

活性,但在合作范围上仍基本专注于传统联盟内部,旨在巩固自身在传统联

盟内部的领导地位并对外部形成优势.① 在合作过程中,这种偏好则表现为

发起国希望以自身国内政策议程主导国际公共政策议程,并要求其他伙伴放

弃自主性来促成合作.二是基于治理供给导向的工具理性,功能他者观念生

成功能议题联盟偏好.这种偏好超越国家战略需求,意图从议题属性出发开

展功能合作,往往能跨越价值身份来推进治理行动,淡化 (但不消除)自我

和他者的区隔.② 在合作过程中,这种偏好表现出折中性:既为了有效解决

问题而倾向于开放合作范围,又为了提高行动效率而倾向于保留合作门槛.

三是基于治理需求导向的价值理性,相对无他观念生成开放议题联盟偏好.

这种偏好在关注治理有效性的同时还注重治理合法性,从开放的治理需求出

发放弃界定他者,以避免治理合作成为选择性开放的俱乐部.在合作过程

中,这种偏好表现出对国际合法性的追求:希望推进全球共同问题的解决,

同时希望收获国际社会的认可,进而借此凝聚更多治理资源.
(三)全球治理合作的形成过程

探究治理观念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路径是本文探索的学术增量.在新提

出的作用路径中,他者观念的强化会阻碍形成有更广泛代表性的集体行动,

他者观念的弱化则有助于克服全球治理难题.首先,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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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凌胜利:«霸权护持与拜登政府的议题联盟»,载 «和平与发展»２０２４年第２期,第２３~
４１页;李昕蕾、赖昶:«绿色议题联盟与复合安全化实践:美国关键矿产联盟的构建逻辑»,载 «国
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４期,第７８~１０５页.

参见孙振民、任琳: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权威与议题联盟选择»,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８７~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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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构成其做出治理选择时所处的环境常量.共同威胁产生的压力会激励各国

促成合作以减少损失、增进收益,这是形成治理合作的逻辑起点.其次,在

共同威胁下,器物维度的议题实力对比和制度维度的公共产品供给影响了各

国对治理观念的选择.观念尽管是影响行为的内在因素,但一方面并非独立

的,而是受到现实条件的触发,另一方面也非固定的,而是会随现实条件的

变化而出现调整.因此,以何种治理观念推进治理合作,受一国在议题领域

中实力对比优势/弱势以及公共产品供给集中/分散的影响.其中,公共产品

供给作为制度背景,对治理观念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而议题实力对比作为利

益制约,对治理观念的影响更具决定性.再次,治理观念经由理性行为驱动

生成议题联盟偏好.最后,各国的合作偏好又经过对接及博弈,转变成包括

组织、框架、机制等形式的合作安排.在各国合作偏好组合而成集体合作行

动的过程中,主要是发起国偏好在发挥主要作用,这些作用包括:若发起国

秉持价值他者观念,则最终合作无法向处在特定意识形态或传统议题联盟以

外的国家开放;若发起国秉持功能他者观念,则最终合作保持在功能议题联

盟偏好所要求的最大范围内;若发起国秉持相对无他观念,则最终合作呈现

出遵循开放议题联盟偏好的开放状态,其他成员的参与情况则取决于后者自

身的观念及偏好.

图２　全球治理合作的形成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全球治理合作形成的上述路径 (见图２)的关键在于治理观念对治理合

作的塑造.具体而言,价值他者观念在他我之间筑起的壁垒最牢固,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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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手段推动传统联盟的固化,将合作承诺收缩于指定意识形态的国家,①

并将治理权责不公平地分配于以意识形态区分的他我之间甚至其自我内部.
由于针对某个国家群体进行越强的联盟身份建构,也意味着针对另外一个国

家或国家群体进行越强的他者身份建构,② 所以,价值他者观念在全球治理

中最难引导开展广泛合作,所形成治理行动的代表性及有效性受限最大,也

最难规避治理难题.功能他者观念虽在他我之间筑起藩篱,但相对灵活,强

调议题联盟的灵活性,能够根据一系列现实考量框定治理行动的参与范围,
将相关性低、贡献力弱的公共产品消耗方暂时排除在外,从而在推进治理时

可能在代表性与有效性之间求得动态平衡,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治理难题.还

需指出的是,尽管霸权国和新兴国家都可能会诉诸功能议题联盟偏好,但霸

权国是在霸权护持的根本诉求下选择让步其等级化诉求,新兴国家则是在争

取权益的基本追求上让步其合法化追求,所以双方是从不同的出发点朝着治

理供给相向而行.相对无他观念不寻求划设他我之分,而是强调议题联盟的

开放性,因而在全球治理中有潜力推动形成社会基础最广的合作,最为接近

全球治理的理性情境.在以相对无他观念贯彻开放议题联盟偏好的过程中,
相关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某些场景下的冲突,因而

更需要重申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即重申见利思义、以义

制利、先义后利等正确的义利观,这将为克服治理难题提供必要的思想

基础.

四、案例分析

下文选取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治理合作中的标志性案例,进一步分析治理

观念对治理合作的塑造作用.③ 其中,以２０２２年启动至今的 “印太”经济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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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约翰伊肯伯里: «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６０页.

参见任琳、郑海琦: «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７
期,第１~３７页.

以该时间点框定案例选择范围的主要原因是,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发

展不平衡问题骤然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需深刻改革,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

不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大幅提升,全球治理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高频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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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IPEF)考察战略排他的合作,① 以２０１５年成立至今的亚投行 (AIIB)
考察开放包容的合作,②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考察求同存异的

合作.③ 各案例的情况均基本对应了前文分析框架提出的解释.
(一)战略排他的合作:２０２２年启动至今的IPEF
在国际贸易治理这一公共产品供给分散的领域内,近年内议题实力优势

下降的霸权国并未选择开放包容的合作,而是显示出价值他者观念和传统议

题联盟偏好,塑造战略排他的 “小圈子”.自２０２２年起,美国推动的IPEF
就是经贸领域战略排他合作的典型案例.２０２２年５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

宣布正式启动IPEF,包含了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等７个东

盟国家和太平洋岛国斐济,设计了联通经济 (贸易)、韧性经济 (供应链)、
清洁经济 (清洁能源及基础设施)、公平经济 (税收与反腐败)等四大支柱,

通过绑定特定盟伴的支持来打造美国偏好的区域经贸规则.从在这个意义上

说,IPEF是美国诉诸排他性小多边主义重塑等级秩序和护持霸权的产物.

这表明,即便是在公共产品稀缺性低的议题领域中,霸权国如果在实力对比

中不占优势,就会固守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界定他者的价值他者观念,因而难

以同新兴国家开展广泛的合作.
在贸易议题上,全球治理的危机情境同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联系紧密.

一方面,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多边贸易威胁突出表现为世贸组织 (WTO)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有效性赤字.国际贸易体系的紧张局势已持续了几十

年,自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以来,WTO新协议谈判难以取得有效进展,甚至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中曾经最成功的部分———上诉机

构———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因法官任命事项持续难以达成共识而正式陷入停

摆.另一方面,在全球贸易议程推进艰难的同时,WTO 成员纷纷投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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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也持有较强的他者观念、诉诸战略排他的合作,与IPEF形

成呼应,但不在我们关注的时间区间内.
在选定的时间范围内,世界银行改革有所推进但发达国家优势依然明显,美国并未放弃事

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及行长任命权,这不同于中国在 AIIB中放弃否决权且该行由理事会经超级多数投

票通过选举行长,因此,世界银行不选做该类型合作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 G２０峰会有霸权国和新兴国家两类国家的参与作为对照,都被选入案例分

析.案例分析的范围截至２０１７年,即中美贸易争端之前,且该时段的 G２０合作避开了新冠肺炎疫

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巨大外部冲击,有助于聚焦本文的核心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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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 (RTAs)的谈判.据 WTO统计,到２０２４年年初,全球已有３６５
条生效中的此类协定,其中一些还覆盖全球多个地区、成为巨型自贸协定.

作为对 WTO治理功能的补充,众多自贸协定在不同层次上回应了参与国对

更深层次经济一体化的需求.① 综上,贸易领域的治理危机长期存在,公共

产品却并不稀缺,在这种危机环境和功能条件下,随着各种治理安排间交叉

重叠以及为解决治理问题而互相学习的发展,他者观念应逐渐得到弱化,积

累起形成更广泛合作的基础.但是,部分排他性治理安排却与多边治理的理

念愈行愈远,对多边主义事业构成了挑战而非补充.

在亚太地区贸易治理议程中,美国多年来不占优势,这是其在该地区和

该议题上坚持以意识形态界定他者的重要现实条件之一.就贸易关系而言,

在IPEF正式推出前的五年间,中国成为IPEF中除美国外其他成员的最大

贸易伙伴,美国同IPEF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规模显著不及中国.而且,美

国在部分贸易规则的制定上也逐渐淡出中心位置.自２０１７年特朗普政府退

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一度陷入治理参

与的真空.② 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推动区域治理、引领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于２０２２年１月正式生效.在这种条件下,

美国追求守成、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他者观念不会得到弱化,而是倾向于首

先以更为封闭的身份认同将竞争对象国界定为他者,从而增强对局面的掌控

力.换言之,借助可控性更强的 “小圈子”增强自我保护以首先确保自身的

霸权位置,之后再考虑以稳固的霸权角色主导旨在应对共同威胁的更大范围

集体行动.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相对封闭的身份认同叙事,能将自我与他者之

间更决然地分隔开.因此,拜登政府诉诸意识形态界定他者,用所谓的 “自
由民主”包装 “对华竞争”,以一种用来召集 “志同道合的”国家而非反映

世界人民普遍愿望的价值叙事作为抓手.

美国从封闭的意识形态出发界定他者、寻求对外控制力,这种观念生成

了其传统议题联盟偏好:一方面,美国强调在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封闭集体中

—８９—

①

②

SangＧChulPark,“ProtectionismasChallengesfortheGlobalTradeGovernance”,inMarek
Rewizorskietaleds,TheFuture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ChallengesandProspectsinthe
AgeofUncertainty,Cham,Switzerland:Springer,２０２０,p９１

顾宝志、郑梦婷、李卓宇: «“印太经济框架”对我国影响及应对建议»,载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第７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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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自主性;另一方面,美国又意图在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封闭集体中推行等

级制,指挥其他各方让渡政策自主性来服务霸权护持,将自己凌驾于小范围

的集体行动之上.如在IPEF中治理议题的设置上,就存在明显的由等级性

偏好所支撑的自主性偏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思维已经发

生了重要演变,从 “为全球化而全球化”转为 “优先考虑国内政治经济利

益”.① 相应地,美国政府在对外组织治理行动时,也是以优先满足国内社会

的政治经济需求为中心,并不可避免地以牺牲治理伙伴的诉求为代价.一方

面,美国将自身关注的数字贸易规则、劳工标准等议题作为IPEF的重点内

容,并强调参与方要做出 “高标准承诺”,② 尽管这些议题对许多亚洲国家和

地区的吸引力有限,甚至所要求的标准同后者的国内政策框架相冲突;另一

方面,区域国家的共同需求反而没有进入IPEF的四大支柱中,市场准入问

题并未被纳入谈判议程,亚洲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农产品和制成品的期待

让步于美国国内反对削减关税的声音.③

美国的传统议题联盟偏好使其倾向于维持意识形态一致的 “小圈子”,
因为合作范围的开放意味着引入新的力量,而新的力量加入可能伴随着不同

的声音.由于新力量、新声音的加入会危及 “小圈子”当前的等级分配,所

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最终选择基于意识形态的战略排他的合作,也就难以

同具有贸易竞争力的新兴国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IPEF一经推出,就被

视为 “竞赢中国”的地缘经济武器,④ 不仅在成员选择上形成对华的地理包

围,而且四大支柱聚焦中美经济竞争的各项主要议题,有绕开中国重整东亚

生产网络,并借此重塑亚太乃至全球经贸规则之意.此外,仅仅在IPEF正

式启动一周之后,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 “美台２１世纪贸易倡议”也宣告

启动,其关注的贸易便利化等议题与IPEF的议题清单高度重合,体现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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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靓:«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 “印太经济框架”»,载 «国际展望»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第９２页.

CathleenDCiminoＧIsaacsetal,“IndoＧ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IPEF)”,

The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December１４,２０２３,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

pdf/IF/IF１２３７３
王孝松、李彤、陈燕: «美国以 “印太经济框架”构建 “新影响力网络”的逻辑与效应»,

载 «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１１０页.
赵菩:«从 TPP到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３年第３

期,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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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F联动以孤立中国大陆的意图.① 在区域治理安排中公然触碰地区重要国

家的核心利益问题,这显然从设计之初就是要保持定向封闭、推行有针对性

的排他性合作.因此,IPEF虽对区域内中小国家没有专门排斥,但孤立竞

争对手国、重置等级体系的战略意图颇为明显.
(二)开放包容的合作:２０１５年成立至今的AIIB
在全球发展治理这一公共产品供给分散的领域内,近年内议题实力相对

占优的新兴国家代表并未减弱合作意愿,而是显示出相对无他观念和开放议

题联盟偏好,塑造开放包容的合作.亚投行是中国在发展领域推动形成的开

放包容的合作形式.AIIB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正式成立并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开始运

营,包含中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法国、德国、英国等５７个创始成

员.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AIIB的成员总数已达１０９个 (包括９６个正式成员和

１３个尚未核准 «亚投行协定»的意向成员),总计覆盖世界８２％以上的人

口,占全球 GDP的比重超过６４％,② 不断连接起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这表明,在公共产品稀缺性低的议题领域中,新兴国家如果实力相对占优,

就能坚持不按意识形态或经济实力设置参与障碍的相对无他观念,向各类经

济体敞开合作之门.

在发展议题上,全球治理的危机情境同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存在矛盾.

一方面,全球发展治理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合法性危机.就治理效率而

言,在２０１４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通过前夕,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发布的 «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实现各类目标所面

临的年度投资缺口达２５万亿美元,而到２０２３年 UNCTAD进行中期审查

时,对这一投资缺口的评估被进一步提高至４~４３万亿美元.③ 就治理公平

而言,全球发展领域面临着合法性的 “空位期”,表现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

—００１—

①

②

③

于阳:«“印太经济框架”的议题整合功能及其局限»,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第６５~６６页.

该数字系加总AIIB现有成员在世界银行２０２３年公开数据中的 “人口,总数”数据和 “GDP
(现价美元)”数据得出,参见 “MembersandProspectiveMembersoftheBank”,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ay １５,２０２４,https://wwwaiiborg/en/aboutＧaiib/governance/membersＧofＧ
bank/indexhtml.

JamesXZhanetal,“WhyTrillionsMoreareNeededtoBridgetheSDGFinancingGap”,

WorldEconomicForum,September１８,２０２３,https://wwwweforumorg/agenda/２０２３/０９/whyＧ
trillionsＧmoreＧareＧneededＧtoＧbridgeＧtheＧsdgＧfinancingＧ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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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OECD/DAC)等旧制度的合法性正在消解,但其倡议的 “全球有

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GPEDC)等新制度难以建立合法性,主要原因在

于,这些制度供给无法解决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全球北方国家主导全球发展议

程的质疑.① 另一方面,全球发展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虽有不足但并不集

中.过去几十年中,伴随治理议程的扩展,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格局也从单

一化向多元化、从等级性向复杂性演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

构不断涌现,最初仅仅依靠世界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治理结构变得更加

多元,大大拓宽了全球发展治理的融资渠道.② 综上,发展领域的治理危机

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更大规模的供给,更需要普惠

平衡的供给.既有的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已经培育了较为成熟的治理关系,治

理制度间的合作也积累起了弱化他者观念的一定基础.因此,这种危机环境

和功能条件有利于推进富有多边主义精神的国际合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议题上积累了充分的资源与

经验可对外分享,这是其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坚持相对无他观念的重要现实条

件之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五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也是 AIIB的成

立阶段),中国的海外开发性金融项目大幅增长,支出规模超出美国一倍多

(在此期间,中国平均每年支出约８５０亿美元,美国平均每年支出约３７０亿

美元).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

３０００多个合作项目,帮助沿线国家将近４０００万人摆脱贫困.④ 此外,中国

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已有７０多个国家加入),并

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以及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

机构,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助力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⑤ 在自身发展资源及经验占优的条件下,中国有能力担当领导角色,践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Jack RTaggart,“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inthe ‘Interregnum’”,Review of
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２９,No３,２０２２,pp９１２Ｇ９１３

Axel Marx and Kari Otteburn,“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in Melisa
Deciancioetaleds,HandbookonthePolitics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Cheltenham & Northampton,

MA:EdwardElgar,２０２２,pp９１Ｇ１０６
AmmarAMaliketal,BankingontheBeltandRoad:InsightsfromaNewGlobalDataset

of１３,４２７ChineseDevelopmentProjects,Williamsburg,VA:AidDataatWilliam & Mary,２０２１,p１１
«中国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２０２３)»,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２０２３年９

月,https://wwwcikdorg/ms/file/getimage/１７２６８７５８６９６６７００８５１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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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有利于实现善治的治理方案、坚持相对无他观念、尽可能广泛地吸引本

地区和地区外的伙伴追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国坚持的相对无他观念生成了其开放议题联盟偏好:一方面,中国追

求公平、正义的合作理想与治理主张,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① 另一方面,中国希望获得国际合法

性,也就是国际社会对自身行为选择的认可.认可越广泛,合法性越强,所

能凝聚的治理资源和创造的发展机会就越多.AIIB的规则设计和业务分布

都体现了发起国具有追求公正的偏好.在规则设计上,AIIB的投票权由动

态调整的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固定不变的创始投票权三部分组成,
其中,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所占比重约为１５％,从而将基

于经济贡献的股份投票权比重控制在总投票权的９０％以下,保障了中小国家

在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性.② 在业务分布上,截至２０２４年９月,在 AIIB官网

展示已批准的２６０余个投资项目中,面向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超过８０％,③

体现出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倾斜,有助于改善中低收入国家在吸引全球基础设

施私人投资时相对于高收入国家的严重劣势,④ 校正了不平衡的全球发展治

理格局.

中国的开放议题联盟偏好使其倾向于扩大治理合作的开放性.这不仅意

味着不附加条件地欢迎各类国家的参与、包容不同参与方的差异,还体现为

同外部环境中已有的普遍规范和最佳实践积极进行学习交流.自成立十年

来,AIIB积极维护在多边开发银行间的合法性,普遍遵循国际标准,特别

是在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以高标准运作,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同

行机构开展常态合作,一直保持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AAA 级信用评级.

同时,AIIB积极拓展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合法性,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参与.如今,AIIB已成为在成员规模上仅次于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致信»,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６日,第１版.

NatalieLichtenstein,“Governanceof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inComparative
Context”,AIIBYearbookofInternationalLaw,２０１８,pp６４Ｇ６５

该数字系对照 AIIB现有项目面向的成员及世界银行２０２４年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分类得

出,参 见 “ProjectList”,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September１０,２０２４,https://

wwwaiiborg/en/projects/list/indexhtml?status＝Approved.
“Infrastructure Monitor２０２３”,GlobalInfrastructure Hub,December２０２３,https://

wwwgihuborg/infrastructure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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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且成员分布六大洲,其中,超过半数

来自亚洲之外,将治理能级从亚洲提升至世界,① 展示了如何以开放包容的

多边合作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效地联结起来.
(三)求同存异的合作: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G２０峰会

在全球金融治理这一公共产品供给集中的领域内,实力优势突出的霸权

国并未排除与新兴国家的合作,而是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显示出功能他者

观念和功能议题联盟偏好,开展求同存异的合作.G２０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

北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财金领域形成的求同存异的合作

集团.１９９９年９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邀请中国、巴西、
南非等来自世界多地的新兴经济体共同成立 G２０,以财长和央行行长年度会

议的形式展开对话.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G２０从财长和央行行长级别论坛升级为国家领导人级别峰会.在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举行的第三次领导人峰会上,G２０被宣布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

平台.这表明,即便是在公共产品稀缺性高的议题领域中,如果霸权国实力

占优且新兴国家处于弱势,双方能够共同接受在功能他者观念下开展有效

合作.
在财金议题上,全球治理的危机情境同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呈现 “冲击—

回应”关系.历史上,财金公共产品往往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作为回应而得到

推出或升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面对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银行倒闭潮和国际支

付系统混乱,英美等西方十国成立了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巴塞尔委

员会 (BaselCommittee).而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面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

融危机,西方国家认识到就整个金融市场而言缺乏一种 “宏观审慎”监督,因

而成立了新的协调制度———金融稳定论坛 (FinancialStabilityForum).这种历

史传统展示出该领域治理合作的两方面特征:一是危机环境有利于产出公共

产品,在金融危机下可以期待形成新的治理制度,或者旧的治理制度有望提

升治理绩效.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结构性稀缺———旨在规范金融活动的

公共产品让步于资本的逐利性,充当对于资本国际发展所造成负外部性的补

救手段.在财金公共产品稀缺的条件下,其供给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
表现出很大的封闭性,从而不利于打破他者观念的束缚.综上,财金领域的

—３０１—

① GregoryTChin,“The 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ＧNew Multilateralism:Early
Development,Innovation,andFutureAgendas”,GlobalPolicy,Vol１０,No４,p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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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危机为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动力,但既有的公共产品供给稀缺且集

中,不利于形成责任范围更广的新的公共产品,这种危机环境和功能条件能

否推进广泛的国际合作是不确定的.相关公共产品的责任范围能否向外拓

展,还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实力条件.
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其在面对危机时能够秉

持功能他者观念的重要现实条件之一.美国国际金融地位的建立是基于以美

元换产品从而在全球创造信用的结构性权力———将全球收入分配曲线顶端的

财富转化成全球广为接受的资产,向全球不断注入美元来吸收过剩产能、填

补需求缺口,并凭借兜售美元资产的收入为本国经济供能,而世界上其他经

济体都不能像美国这样凭借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身份创造需求和信用.① 在这

种条件下,由于对局面的掌控较为稳固,美国在面对共同威胁时无需过于担

心国际上各类行动会对自身产生不利的分配性后果,而是直接站在霸权角度

考虑如何组织集体行动以有效应对共同威胁.在危机条件下,相比专注于守

成所导致的从意识形态出发划定他者,以供给治理为主要目标则导向从现实

出发框定行动范围、分配责任义务 (这里的现实指的就是各方的治理资源、
能力及相关性),从而选择一种相对开放和动态的身份叙事去确定哪些国家

可以参与到治理行动中,而非将自我与他者机械且主观地分开.因此,随着

世纪之交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扩大和破坏程度增强,美国开始诉诸功能

需求界定他者,以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系统重要性及地区代表性来判断哪些

国家和地区可以加入小范围的金融治理集体行动,推动将一些新兴大国纳入

原本限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非正式治理集团中,在七国集团 (G７)之外扩

展形成新的 G２０.
美国从治理供给的角度界定他者,这种观念生成了其功能议题联盟偏

好:一方面,美国由于选择从功能角度出发推动有效治理,且在共同威胁下

需以领导者而非守成者姿态引领多边行动,对政策自主性的强调适当减弱,
对治理合作的态度更加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虽为有效解决问题而倾向于开

放合作范围,但这种开放又是有限度的,不仅不会向其认定的系统重要性国

—４０１—

① Herman MarkSchwartz,“StrangePoweroverCredit;OrtheEnduringStrengthof US
StructuralPower”,in RandallGermained,SusanStrangeandtheFutureof GlobalPolitical
Economy:Power,ControlandTransforma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６,pp６９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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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外进一步开放参与,也不愿看到因新兴大国的加入而使治理安排呈现权

责平均状态,毕竟这不仅关乎霸权,还涉及在治理行动中保留部分选择性激

励.美国呈折中状态的合作偏好可见于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治理改革的态度:既提出从发达经济体向有活力的新兴市

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及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又凭借其在

IMF中事实享有的否决权一再拖延改革方案的落实,使早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就

通过的方案直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才得到国会批准.
在全球金融治理这一公共产品供给集中的领域内,以中国为代表的缺乏

比较优势的新兴国家也未排除与霸权国的合作,而是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国

际公共利益,显示出功能他者观念和功能议题联盟偏好,参与求同存异的合

作.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缺乏优势,这是其面对危机时接受功能他者观念

的重要现实条件之一.据IMF统计,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后

的２０２１年,中国虽然GDP占全球经济的比例超过１８％,但在国际金融体系

中的分量仍要小得多,对外资产和负债占世界对外资产和负债总额的比重约

４％,人民币在各国央行持有的储备总量中占比不足３％.① 中国在自身处于

弱势的条件下,需首先考虑入场治理行动,确保危机应对的治理供给,在推

进治理的过程中逐步争取权益,不断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比较而言,从功能

上界定他者虽也不可避免代表性赤字,G２０就受到诸如大国特权、精英多边

主义等批评,② 但其划设治理行动范围着眼于集体行动的效率要求,即在一

定范围内首先培育信任并降低交易成本.③ 因此,中国在需要加入治理行动

又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接受了 G２０在联合国之外依据系统重要性和地区代

表性开展小范围集团治理的思路.不过,中国始终支持构建开放包容、公平

公正的治理体系,这在当下支持非盟加入 G２０和将发展议题纳入经济治理核

心议程等主张中有所体现.
中国接受从治理供给的角度界定他者,这种观念同样生成了其功能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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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ector PerezＧSaiz and Longmei Zhang,“Renminbi Usage in CrossＧBorder Payments:

RegionalPatternsandtheRoleofSwapsLinesandOffshoreClearingBanks”,IMFWorkingPapers,

Vol２０２３,No０７７,２０２３,p１
Andrew FCooper,“The G２０ asan Improvised Crisis Committee and/ora Contested

‘SteeringCommittee’fortheWorld”,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８６,No３,２０１０,p７４２
JohnJKirton,G２０GovernanceforaGlobalizedWorl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２０１６,p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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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偏好:一方面,中国虽然希望校正很多情况下未能充分代表国际社会共

同诉求的国际议程,但既然以相对弱势的姿态寻求加入切身攸关的治理行

动,需首先巩固自身权益再借此推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中国

虽然希望争取更广泛认同,从广大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携手推动治理

合作,但也接受为了有效治理而根据治理能力限定成员范围的思路.基于这

种合作偏好,中国作为 G２０的一员推动和见证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金融治理中争取到的一系列积极变化,包括 G２０本身从受 G７指导的技术

性论坛升级为独立的政治决策机制,再到取代 G７成为指导其他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的中枢平台,① 以及曾在创立之初拒绝纳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

论坛,② 在 G２０匹兹堡峰会的指导下转型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Board)后,不仅向新兴国家开放了代表席位,其成员中众多国际

金融标准制定机构也纷纷向新兴国家扩展了成员资格.
中美在功能他者观念下趋同的合作偏好塑造了双方求同存异的合作.美

国的功能议题联盟偏好使其倾向于吸收新的力量加入治理行动,甚至愿意为

了形成更有效的治理行动,承认后者更多权益、允许其发声活动.中国的功

能议题联盟偏好使其倾向于配合开展功能合作,作为新的力量及声音加入美

国主导的相对开放的集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既接受来自美国的行动安排,
也提出自己的治理主张.因此,求同存异成为 G２０的治理特色,这突出表现

为轮值主席机制的开展,即由各成员轮流担值每年治理活动的组织角色,作

为轮值主席期间可将自身关注的核心关切加入共同议程,在逐渐拓展 G２０议

题范畴的同时,也增强了 G２０治理的平衡性.③

五、结　语

围绕他者的三种治理观念的塑造难度不同,从价值他者观念到功能他者

观念再到相对无他观念依次递增.这与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物质财富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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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LoraAnneViola,“TheGＧ２０andGlobalFinancialRegulation”,in ManuelaMoschellaand
CatherineWeavereds,Handbook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Players,PowerandParadigms,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４,pp１１５Ｇ１２８
DanielWDrezner,AllPoliticsIsGlobal:ExplainingInternationalRegulatoryRegimes,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１４７
高海红等:«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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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程度高度相关.虽然整个国际社会在短期内都一步奔向无他观念并不现

实,但这种观念塑造的意识和思路是建设性的,将为化解大国冲突、规避全

球治理难题、营造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提供助益.当下,在无政府状态的

国际社会中,塑造无他观念存在很大的困难.即使在公共产品供应分散的国

际贸易领域,霸权国出于价值他者观念推动建设排他框架,致使全球治理难

避困境.与之相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秉持相对无他观念的推动

下,在同样是公共产品来源分散的国际发展领域,实现了范围不断拓展的合

作,借由 AIIB平台为全球发展融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补充,这让我们看到

了全球治理步入更优情境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此外,在功能他者观念的驱

动下,塑造求同存异的合作也曾有成功案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后南北国家在

G２０平台达成深度合作,该案例证明了这一类型的合作即使在公共产品供应

集中、霸权国优势突出且分权意愿弱的国际金融领域也能实现.因此,塑造

功能他者观念成为当下化解大国冲突、促成全球治理的最可行路径,它介于

价值他者观念生成的传统议题联盟偏好和相对无他观念塑造的开放包容合作

之间,部分地兼顾了义与利,在苛刻的条件限定下和一段时期内,一定程度

上规避了全球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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